
·48卷 (2019 年) 9 期

2019－07－05收到

† email：enping.zhou@aei.mpg.de
DOI：10.7693/wl20190905

数值相对论与双中子星并合
周恩平†

(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引力物理研究所 波茨坦 14476)

Numerical relativity and binary neutron star mergers
ZHOU En-Ping†

(Max-Planck Institute for Gravitational Physics，Potsdam 14476，Germany)

摘 要 双中子星并合过程的引力波信号GW170817已经成功被LIGO直接探测，并

合过程中的电磁对应体：短伽马射线暴GRB170817A以及光学、红外、紫外波段的千新星

AT2017gfo也被多个天文台一同探测到，这标志着多信使天文学时代的开始。而数值相对

论，即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双星并合的过程，在引力波探测、理解引力波源性质等方面

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除此之外，数值相对论模拟的结果，也是我们理解千新星观测现象

的重要工具。文章将回顾数值相对论建立、发展的历史，并介绍其在引力波探测、理解观

测现象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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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rect detection of the inspiraling gravitational wave signal from the

binary neutron star merger GW170817, by LIGO, together with the detection of its electromagnetic

counterparts GRB170817A and AT2017gfo, announced the birth of the multi-messenger astronomy

era. Numerical relativity, i.e. solving Einstein’s equation with numerical methods to simulate the

binary merger proces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tection of the gravitational wave signal as

well as in interpreting the properties of the source. Moreover, the results of numerical relativity

studies of binary neutron star mergers are essent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unterpart electromag-

netic observations. In this article,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numerical relativity will be

reviewed, as well as its role in gravitational wave det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observations.

Keywords numerical relativity, gravitational wave astrophysics, equation of state of

dense matter

1 引言

引力，是四种基本相互作用中，人类最先接

触并研究的力。300多年前，牛顿在《自然哲学

的数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平方反比的万有引

力定律。200多年之后的 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

了基于相对性原理的利用几何语言来描述引力的

广义相对论。在广义相对论中，引力被刻画为反

映时空弯曲的一种几何属性(曲率张量)，而时空

的曲率由处于其中的物质的能量、动量来决定，

这就是著名的爱因斯坦场方程：

G μν = 8πT μν . (1)

而在弯曲的时空中，不受任何外力的物体将

沿着测地线运动，这就是所谓的物质决定时空如

何弯曲，时空决定物质如何运动。牛顿的平方反

比的万有引力定律，只是广义相对论在弱引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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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一个极限。

爱因斯坦场方程，表面上看起来形式极其简

单优美，实际上则不然，方程左边的爱因斯坦张

量实际上包含时空度规张量的二阶导数，而方程

右边的能动量张量也需要由度规张量才能确定，

故而该方程实际上是一个非线性的二阶微分方程

组。即使是写出这个方程的爱因斯坦本人，最初

也只能通过近似的方法得到一些结果，比如水星

近日点进动的计算、引力场中光线偏折角度的计

算等等，以检验该理论的正确性。

为了寻求爱因斯坦场方程的精确解，人们首

先研究了对称性最高、最简单的情形，即真空(从

而方程右边为零)球对称的静态解，该解由

Schwarzschild 在一年后的 1916 年得到。同年，

Reissner和Nordström得出了在有电荷情形下场方

程的真空球对称静态解，即Reissner—Nordström

解。这两个解分别对应了无电荷、无转动黑洞和

有电荷无转动黑洞的时空。在起初的“势如破

竹”之后，寻找场方程精确解就陷入了僵局，甚

至只是放宽一点点对称性条件，就极大增加了求

解的难度。一直到1963年，Kerr才给出了稳态轴

对称条件下场方程的精确解，而一直过了10年之

后，1973年，Schiffer等人才给出Kerr解的推导

过程。在Kerr解的基础上，Newman发现了有电

荷轴对称稳态时空的度规，即 Kerr—Newman

解。这两个解分别对应了无电荷转动黑洞和有电

荷转动黑洞的时空。非真空的情形下，比如致密

星体的内部，场方程大多数时候不存在精确解，

比如最简单的球对称情形下，星体内部的度规和

星体的结构可以通过结合物态方程与 TOV 方程

(由 Tolman、Oppenheimer 和 Volkoff 在 1939 年推

导而得)通过数值求解的方法来确定。

近百年里，人类所能得到的爱因斯坦场方程

的精确解寥寥无几，而且上述所列出的解，大多

也都是静态或者稳态时空的解，即其所刻画的时

空不随时间变化。在研究双中子星、双黑洞并合

这类广义相对论框架下的动力学问题时，这些稳

态精确解所能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在20世纪中

叶，随着计算机计算性能的提升，许多复杂的物

理、数学研究都借助于计算机模拟取得了突破，

利用计算机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求解爱因斯坦场

方程来研究致密星、双致密星系统有关的物理问

题，即数值相对论，这一研究方向也就应运而生了。

2 数值相对论的发展概况

相对论是人类时空观的一次飞跃，摒弃了伽

利略和牛顿建立的时间和空间彼此独立毫无关联

的绝对时空观。时空观的进步，却给数值计算带

来了不便。在数值计算中，我们往往要把需要考

虑的物理问题转化成一个初值问题，即把偏微分

方程组改写为显含各个物理量对时间偏导的方程

组的形式，这样在给定这些物理量的某个时刻的

初始取值的情况下，就可以通过数值积分的方法

在时间方向上演化这些物理量。

而如同上文提到的，在相对论的时空观里，

并不存在绝对的时间和空间，爱因斯坦场方程定

义在四维时空的背景上，而时空背景本身的性质

则需要通过求解方程本身得到，由于方程是张量

方程，具有协变性，一个时间坐标和三个空间坐

标可以自由选取，通过不同的坐标选取方式，可

以将张量形式的爱因斯坦场方程解构为不同的偏

微分方程组。因此，要进行数值求解爱因斯坦场

方程，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坐标方向，从而把

原本四维的时空，切割成一系列具有相同时间坐

标的类空超平面，原本张量形式的爱因斯坦场方

程也可以通过投影的方式被分解为若干显含时间

偏导数的微分方程，这一步骤被称为3+1分解(图

1)，通过该分解，我们就可以把数值求解爱因斯

坦场方程的过程变为两个步骤：首先确定对应某

个初始时刻的超平面上的物理量(即初值问题)，

再数值求解显含这些物理量对时间偏导的方程，

从而求解后续时刻这些物理量的演化(演化问题)。

1959年，Arnowitt、Deser和Misner三人，针

对爱因斯坦场方程进行了一种基于哈密顿量分析

的3+1分解形式，即ADM方程形式[1]。在该形式

下，四维时空的度规被写成如下形式：

ds2 = -α2dt2 + γij(dxi + βidt)(dx
j
+ β

j
dt)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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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3+1分解的基本思路示意图[2]，四维时空被切割成一系

列具有相同时间坐标的类空超平面 Σt ，原本四维时空度规

g μν 的10个分量被分解为 γij, α和βi ，其中 γij 为三维超平面 Σt

上的度规，有6个自由度，而 α和βi 被用以演化时间坐标和

空间坐标，从而可以从一个超平面 Σt 把坐标系联系到下一

个瞬时的超平面 Σt +Δt 。特别地， α (lapse function)用以刻画

超平面上某个点沿着法线方向到下一张超平面的固有时，

而 βi (shift vector)用以刻画沿着时间坐标方向移动到相邻超

平面之后，与沿着法线方向所导致的偏离

其中 γij 代表分解得到的三维类空超平面上的度

规，共有 6个自由度。由于对称性，爱因斯坦场

方程共有10个分量，而由于{t，x，y，z}4个坐标

可以自由选取，爱因斯坦场方程实际上只有 6个

独立的分量。ADM分解显示了这一特性，分解

而得的 10 个方程里，只有 6 个包含时间二阶导

数，这 6个方程被称为演化方程。而另外 4个不

包含时间二阶导数的方程则被称为约束方程。 α

和 βi 的 4 个自由度，与后续演化过程中{t，x，

y，z}4个坐标的选取方式有关，也称为规范自由

度，人们往往可以通过一些特定方法来选取 α和

βi ，以使得后续演化过程中的坐标系统依然能保

证模拟的进行。

ADM方程形式被提出后，看起来，似乎只

要我们先使用 4个约束方程在初始的一张超平面

上求解出符合约束方程的初值，再利用 6个演化

方程自由地演化这些得到的初值即可。然而，

ADM 方程形式并不适合数值计算，这是由于

ADM方程形式只有弱双曲性，因而在模拟过程

中，由于计算机数值计算带来的小误差可能会持

续积累并最终使得得到的解违背 4个约束条件，

即长期演化得到的结果并不物理，数值计算不稳

定。针对这一问题，Nakamura在 1987年对标准

的 3+1 分解进行了改进 [3]，1995 年，Shibata 和

Nakamura进一步在共形变换的基础上进行改进[4]，

随后，Baumgarte和Shapiro在1999年，引入了三

维超平面的联络作为重要变量[5]，该思路与Naka-

mura和 Shibata在 1995年的改进基本一致，不过

得到的方程形式相对简单一些，这一改进了的

3+1分解形式被称为BSSN方程形式 1)。

BSSN方程形式改善了数值相对论的计算稳

定性，而如前文所提到的，在演化过程中，还需

要指定在演化后续时间里的坐标，即演化{t，x，

y，z}坐标本身，通常，人们选择构建关于 α和 βi

随时间演化的条件(即规范条件)，以达到此目

的，然而，如何构造良好的、便于求解的并能保

证演化稳定性的规范条件，也是一个棘手的问

题，一个不好的规范条件选取，可能会导致随着

时间演化，我们真正关心的致密星附近的空间分

辨率越差，又或者不能有效避开时空中的奇点导

致结果非数。这也是在BSSN方程形式被提出的

几年内，双致密星并合的演化并没有实质性进展

的原因之一。

2000年，Shibata和Uryu利用BSSN方程形式

得到了首个成功的双中子星并合的三维数值相对

论模拟工作[6]，为了得到合适的坐标演化，该工

作选择了求解抛物形式和椭圆形式的微分方程的

方法确定 α和 βi ，而非通过 α和 βi 对时间的偏导

来直接演化它们。求解这种类型的方程时，需要

在每一个时间步骤上反复迭代等待结果收敛，非

常耗时。而另一方面，双中子星系统与双黑洞系

统不同，大部分时间里不涉及时空奇点的出现。

1) BSSN分别是为这一方程形式做出贡献的Baumgarte，Shapiro，Shibata和Nakamura四人姓氏的首字母。实际上Shibata

和Nakamura对此领域的贡献要比Baumgarte和Shapiro早了几年。只是由于历史原因，日本的数值相对论学术圈在当时并

不具有很强的国际影响力，在1999年Baumgarte和Shapiro的工作发表之前，Shibata和Nakamura的工作几乎不为西方学

术圈所知，因而最终命名时是按照BSSN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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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BSSN方程形式(左侧)与Z4c方程形式(右侧)进行双中子星并合模拟过程中的约束违反情况[13]。

图中选取的时刻接近并合发生的时刻，可以看出使用Z4c方程形式，精确程度提高了两个数量级

该工作中使用到的方法并不能简单地直接照搬到

双黑洞系统里。

2003 年，Alcubierre 等人提出了一种后被称

为移动穿刺规范的规范条件[7]，该条件可以有效

避免坐标接近时空中的奇异点，对于黑洞的模拟

很有帮助，并且规范条件用双曲方程形式来刻

画，数值计算效率很高。利用这一规范条件，他

们得到了成功的单个黑洞的数值相对论演化结果。

当大多数研究都把注意力放在BSSN方程形

式下的数值相对论演化时，2005年，Pretorius等

人出乎意料地先拔头筹，用广义调和坐标计算方

程形式(GH方程形式)成功得到了双黑洞并合的演

化[8，9]。而延续Alcubierre等人的移动穿刺法的工

作在随后才取得进展，在 2006年，Baker等人和

Campanelli等人分别独立地得到了成功的双黑洞

并合的数值相对论演化结果[10，11]。与Alcubierre的

工作相比，他们均采用了四阶有效差分的方法来

代替原本的二阶精度，更加保证了程序的精确性

和稳定性，并且通过变量替换的方式对原BSSN

方程形式进行了改写，解决了一些变量在某些坐

标位置上发散的性质，使之更好地与移动穿刺规

范搭配。这些工作宣告了 3+1分解形式下，数值

相对论演化的稳定性问题得到了解决。

稳定性得到解决之后，就需要关注数值相对

论结果的精确程度问题。数值相对论结果的精度

往往由所谓的约束违反程度来刻画。如前文所介

绍，爱因斯坦场方程可以被分解得到 4个不含时

间二阶偏导的约束方程，

在进行数值相对论演化

时，往往不需要求解这 4

个方程，只要给定的初值

满足约束方程，那么利用

其他几个演化方程演化所

得到的后续结果应当自动

满足这 4个约束方程，这

种演化方式也被称为自由

演化。然而由于数值计算

过程中精度有限，随着演

化的进行，所得到的结果

往往不再满足约束方程而是会有一定偏离，通过

分析 BSSN 方程形式可以发现，在该方程形式

中，哈密顿约束违反的传播速度是 0。换言之，

在计算过程中产生的约束违反会一直累积，比如

在双中子星并合的模拟中，双中子星并合瞬间，

以及中子星坍缩成黑洞瞬间，往往会导致约束违

反激增，而在BSSN方程形式下，这些在特定时

间点产生的约束违反会一直停留在计算区域内累

积，导致后续的结果精度也下降。针对这一问

题，一种可以有效衰减约束违反的Z4方程形式被

提出，而其两个共形版本：CCZ4和Z4c方程形式

都被用于数值相对论演化，相比于BSSN方程形

式，精度提高了2到3个数量级[12，13](图2)。

相比于双黑洞并合过程，双中子星的并合牵

扯到更多更复杂的物理过程。比如流体的粘滞

性、有限温度效应，往往会直接影响抛射物质质

量的多少和速度的大小，并合之后产生的大质量

中子星温度很高，是非常有效的中微子辐射源，

这些中微子辐射又会影响抛射物的中子丰度，而

抛射物质的质量、速度和中子丰度，又决定了双

中子星并合过程中电磁对应体的特征。此外，中

子星往往具有强磁场，而该磁场又会在并合过程

中被进一步强化，而这一强磁场也是双中子星并

合过程中产生相对论性喷流并导致伽马射线暴的

关键因素。因而，为了理解观测现象、从观测中

理解天体物理过程，在数值相对论模拟中，加入

粘滞性、中微子辐射、有限温度物态模型和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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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数值相对论的模拟结果暗示了可能通过并合后引力波

信号的峰值频率来理解并合过程中致密物质是否发生了强

相互作用相变[15]。图中黑色的记号代表的是使用纯粹强子

物质模型的物态，其并合后引力波信号的主导频率与星体

潮汐形变能力的关联，绿色的符号为考虑了强相互作用相

变可能性的物态得出的结果。可以看出，由于强相互作用

相变会使得物态变软，星体收缩，因而震荡频率会变大而

偏离强子物质物态预言的结果。该图中显示的模型都是

1.35—1.35太阳质量的双中子星并合模型

体力学模型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近年来用数

值相对论研究双中子星并合的前沿方向。

3 数值相对论与双中子星并合

3.1 引力波探测与数据分析

引力波探测过程中，往往需要面临要探测的

引力波信号比探测器噪声要低几个数量级的情

况，为了从噪声海洋中挖掘出想要探测的引力

波信号，往往需要用到一种被称为匹配滤波的

方法：

h( )p, f , s( )f = ∫fmin

fmax h(p, f )s̄( f )
S( f )

df . (3)

在该表达式中， f 表示的是信号对应的频

率，而 s(f )就是频域内的实验数据，S(f )是探测器

的噪声功率谱，通过这样的处理，就可以比对观

测信号与理论预期信号的一致性，如果我们遍历

所有的模板参数 p，使得上式的结果超过某个阈

值，就可以断定引力波信号被探测到，而引力波

波源的性质最可能是由p刻画。

由此可见，引力波探测能否成功，取决于是

否知道“想要观测到什么”，即一个精确的引力

波源理论模型库 h(p, f )，是帮助我们挖掘出埋藏

在噪声中的有效信息的关键。

在实际的引力波探测中，数值相对论并不适

合直接被用来构建引力波模板库，这一方面是由

于三维的数值相对论模拟的时间消耗远远超出其

他近似模型(比如后牛顿近似)，而实际的引力波

探测则需要我们的模板库尽可能覆盖更多的引力

波源参数 p，数值相对论的时间代价显得有些难

以承受。另一方面，在匹配滤波的表达式中，被

用来积分的理论模板模型和观测数据，只在某个

频率范围内，而目前引力波探测器的最灵敏的频

段主要集中在几十到几百赫兹左右，与之相比，

数值相对论的模拟往往是从双星并合前的几个轨

道开始进行，对于恒星质量级的双黑洞系统或者

双中子星系统来说，数值相对论模拟的结果也难

以覆盖探测器最灵敏的频段。

当然，这并不是说数值相对论的工作对于引

力波探测本身没有意义。通过近似方法得到引力

波模板库固然快速高效，却并不能保证近似模型

在强场下的准确性和收敛性，这时就需要利用一

些数值相对论的结果来对近似模型进行验证和定

标。在LIGO实际探测中被广泛使用的有效单体

数值相对论模型(EOBNR模型)[14]，就是这样一种

使用有效模型近似并和少量数值相对论结果对比

定标而建立起来的模型，从而兼顾了计算效率和

准确性，适合实际观测中使用。

除此之外，包括EOBNR模型在内的有效模

型，往往把并合的致密星抽象成质量、自旋、潮

汐形变能力等少数几个整体参数，而忽略星体具

体的内部结构，因而只能得到星体旋进阶段的引

力波模板，而双中子星并合之后，往往会形成一

个短暂存在的快速转动的高温大质量中子星，该

中子星的非轴对称形变、星体本身的震荡等等，

都会产生信息非常丰富的引力波信号，如果我们

想要研究这些并合后的引力波信号，就不得不借

助数值相对论了。通过数值相对论的方法对大量

不同物态的双中子星系统进行模拟之后，人们发

现并合后期的引力波信号中，最显著的峰值频率

与双星的约化潮汐形变能力有着明显的关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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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数值相对论模拟显示的双中子星并合过程中产生的抛

射物以及其中子丰度[19]。图中颜色代表的是电子与重子的数

目比 Ye ，蓝色区域代表低 Ye 即丰中子，红色区域代表

Ye~0.5 ，即中子与质子数目相当。图中分别是从公转赤道平

面侧视(a)与从公转轴上方俯视(b)的视角。从图中可以看

出，在旋进过程中产生的丰中子抛射物由于产生较早，比

较靠外侧并分布在赤道面上(蓝色区域)，而并合后由盘风和

粘滞性驱动的长期的抛射物，中子丰度已经大大降低

且此关联并不依赖于具体的物态模型，这无疑对

于我们利用未来的引力波信号来限定中子星物态

提供了很有用的线索(图3)。

而近期的一些工作在考虑了强相互作用相变

的可能性之后，发现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在并

合之前，两个互相绕转的中子星质量较小密度较

低，是经典的中子星物态模型描述，而在并合发

生后，因为质量大大增加，星体的中心密度也会

随之变大，星体中心区域可能会出现一个导致强

相互作用相变发生的高密度区域，夸克物质可能

出现在这个区域里，相变发生后，因为物质变到

了更稳定也就是能量更低的状态，因而中子星变

“软”了，在引力的作用下，变软了的中子星半

径会有一定收缩，根据上文的描述，星体震荡的

频率会因此变大并偏离原本的不依赖于物态与潮

汐形变能力的关联 [15]。这种信号，可能在未来

的观测中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强相互作用物质的

物态，而这些可能性，都得益于数值相对论的

模拟。

3.2 抛射物性质

双中子星并合与双黑洞并合的一个最大不

同，在于双黑洞并合只是纯粹的时空动力学，并

没有“物质”形式的存在，而双中子星并合则由

爱因斯坦场方程与流体力学方程一同刻画，在并

合过程中，会有丰富的物质抛射现象，这些抛射

物会带来的丰富电磁波段的辐射，比如随着

GW170817 事件一同被探测到的伽马射线暴

GRB170817A和千新星AT2017gfo[16—18]，都成为我

们了解并合双中子星性质的关键。

早期的数值相对论模拟，往往使用简单的多

方物态方程描述中子星，能动量张量也使用理想

流体的形式来描述，因而无法顾及实际物理中的

流体粘滞性。近年来，有限温度的物态模型被广

泛应用于双中子星并合的模拟中，更加具体细致

的物理图像，比如中微子辐射转移、流体粘滞性

等等也被加入，使得我们可以通过数值相对论模

拟更准确地把握抛射物的性质。

通过模拟发现，双中子星并合过程中产生的

抛射物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被称为动力学抛射

物，另一类被称为盘风抛射物。前者主要是由并

合本身的动力学过程导致，比如在双星旋进阶

段，由于潮汐力矩就会导致大量的中子星物质在

公转轨道面方向上被抛出，由于此时双星还未直

接接触，温度很低，这些抛射物也以富中子物质

为主；而在双星旋进并接触的瞬间，星体互相挤

压导致接触面上会产生激波，并在两极的方向上

抛射出大量物质，此时由于双中子星已经直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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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温度大幅升高，大量的中微子辐射会改变抛

射物的成分，使得中子的比例下降。盘风抛射物

形成于星体并合之后，双中子星并合之后，星体

外会有一定质量的仍然被引力束缚的物质形成遗

迹盘，由于盘内的粘滞性导致的角动量转移，以

及来自并合之后形成的高温中子星的中微子辐射

和星风驱动，会导致物质从盘内被抛出，同样由

于高温和中微子照射，这一部分抛射物的中子丰

度也相对较低[19]。

抛射物内的中子丰度会决定后续的核合成的

元素种类，从而导致不同机制产生的抛射物会具

有不同的光学不透明度，这些都会影响千新星的

观测性质，故而可以通过具体的观测现象来推断

抛射物的性质。而通过数值相对论来模拟各种不

同物态、不同质量的双中子星并合过程，也可以

帮我们理解这些不同成分抛射物的多寡与中子星

物态和双星参数之间的关系(图4)。从而，依靠数

值相对论作为纽带，我们可以通过千新星的观测

来直接限制中子星的物态。

数值相对论的结果显示，潮汐力矩导致的物

质抛射，与中子星本身的潮汐形变能力有关联，

如同其名字一样，潮汐形变能力较大的物态，这

一部分抛射物会相应较多。激波导致的动力学抛

射物，与物态之间没有明显关联，除非物态特别

软，在并合之后迅速形成了黑洞，在这种情况

下，该部分抛射物的量会明显降低。盘风抛射物

主要依靠遗迹盘的粘滞性和中心天体的中微子辐

射来驱动，因而其总量的多少取决于并合形成的

大质量中子星在坍缩为黑洞之前能存在多久。

AT2017gfo的观测特点显示了明显的红、蓝

两个成分，根据观测现象推断，应该有相当比例

的抛射物并非富中子的 [20]，这暗示了在并合之

后，形成的大质量中子星在坍缩为黑洞之前可能

存在了较久的时间 ( 秒的量级)。无独有偶，

GRB170817A的观测同样也暗示了这一点 [21]，根

据包含磁流体力学的数值相对论模拟结果，并合

产生的大质量中子星往往具有很强的较差自转，

这种较差自转会显著放大星体的磁场，这种强磁

场被认为是产生伽马射线暴所必须的相对论性集

束物质喷流的关键。综合这些观测现象，并结合

大量数值相对论的模拟结果，中子星的极限质量

( MTOV )被限定在2.1—3.35太阳质量之间[22]，这也

成为了了解中子星物态和内部结构的重要线索。

3.3 无延迟坍缩临界质量

双中子星并合并非总会产生一个大质量中子

星之后才延迟坍缩为黑洞，如果双中子星的总质

量太大，远远超过中子星的极限质量，那么并合

之后不经过任何延迟就会直接坍缩为黑洞，通过

上文的分析，这种情况显然并没有发生在

GW170817这一双中子星并合事件中，而这一事

件中双星总质量得以被精确测量，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我们能找到双中子星并合时间中发生无延迟

坍缩的临界双星总质量与物态的关系，便可用

GW170817 的观测事实来对中子星物态进行限

制，而数值相对论的模拟就可以帮我们研究这个

临界质量。

由于并合时星体的热压也可以帮助抵抗坍

缩，所以想要研究这一临界质量，必须使用温度

依赖的物态模型。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可以选定

某种物态并逐步增加模拟星体的总质量，通过其

在模拟中是否发生了无延迟坍缩，来确定这个临

界质量的大小。通常来说，因为不同的中子星物

态本来就有不同的不转动极限质量 MTOV ，所以我

们往往更关心这个无延迟坍缩的临界质量与 MTOV

的比值 k = M threshold /MTOV 。

模拟的结果表明，这个比值 k 因物态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取值，但是与不同的物态的不转动极

限质量解对应的致密度 CTOV = MTOV /RTOV 具有负相

关性。这一负相关性可以定性来理解，黑洞的致

密度固定为 0.5，而中子星的致密度都小于这个

值。这也就是说 CTOV 越大的中子星，本身就半径

更小，更接近于黑洞的致密度，因而并合之后的

大质量中子星也更容易坍缩为黑洞，即 k 值越

小。数值相对论的模拟结果定量得显示 k 与 CTOV

有着简单的线性关系。而对于 GW170817 来说，

由于并没有发生无延迟坍缩，故有双星总质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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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临界质量，这一事实便可被用来限制中子星的

半径 RTOV  9.26 km[23]。

未来，通过更多的双中子星并合事件的观

测，我们会获取更丰富的关于临界质量的信息。

比如，如果我们测到了比GW170817更大质量的

并合事件，并且有观测表明没有发生无延迟坍

缩，那么就可以利用同样的分析方法进一步提升

RTOV 的下限，对物态模型进行更严格的限制；反

之，如果未来探测到了无延迟坍缩并合事件的发

生，那么我们就将同时得到关于 RTOV 的下限和上

限的信息，从而把半径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

内，于此同时， MTOV 的上限也将被限定出来，这

对于限制中子星物态模型可能会起到一锤定音的

效果。

4 总结与展望

从 1905 年的狭义相对论到 1915 年的广义相

对论，爱因斯坦花费了 10 年的时间把时间和空

间联系在一起并用四维时空的几何性质来理解

引力，而为了能够更广泛地应用这一理论，我

们已经花费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想要把纠缠在

一起的时间和空间拆解开来，数值求解。虽然

路程并不一帆风顺，但也已经取得诸多成果：

以数值相对论为定标基准的引力波模板，帮助

我们从噪声中挖掘出了包括 GW170817 在内的

许多双星并合信号并分析了引力波源的参数；

数值相对论模拟的结果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

了 千 新 星 AT2017gfo 和 短 伽 马 射 线 暴

GRB170817A 的观测现象；通过观测并结合数

值相对论的结果，我们获得了更多关于致密物

质物态和中子星内部结构的线索 [24]。当然，我

们也必须看到，受到计算能力和计算资源的限

制，数值相对论还远远不是一个能完整刻画双

中子星并合过程中所有物理过程的模型，中微

子、粘滞性的刻画，目前都只是一些近似模

型，受限于有限的空间分辨率，许多小尺度的

物理过程细节也没有办法得以体现，而受到模

拟时间的限制，现在的数值相对论模拟，往往

只能覆盖大概数百毫秒的真实物理时间，这使

得我们很难完全把握从旋进到黑洞形成的整个

过程。相信数值相对论学家们也不会满足于暂

时的成功，一定会继续完善改进，让数值相对

论能够成为贯穿多信使天文学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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